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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温带雨养泥炭沼泽湿地地下部二氧化碳和甲烷浓
度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张　 尹１，２，于志国１，３，∗，金　 彪３

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学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２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水资源局， 广州　 ５１０６１１

３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摘要：为研究北方泥炭沼泽湿地二氧化碳（ＣＯ２）和甲烷（ＣＨ４）浓度随深度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选取欧洲北部典型雨养泥

炭地贝尔山湿地（ＢＢＭ）和舒特兹山湿地（ＳＢＭ）两个采样点，通过原位采集泥炭剖面温室气体、孔隙水以及土壤样品，结合傅里

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ＴＩＲ）技术、碳氮同位素技术，探讨泥炭土壤的分解程度及温室气体浓度变化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１）
ＢＢＭ 采样点地下部的 ＣＯ２浓度变化规律总体呈现随深度波动减少趋势，值多在 ３０００ μｍｏｌ ／ Ｌ 附近波动，最大值为 ４２１０．７４
μｍｏｌ ／ Ｌ（１２０ ｃｍ），ＳＢＭ 采样点的 ＣＯ２浓度随深度先增后减，６０ ｃｍ 以上在 １８００ μｍｏｌ ／ Ｌ 附近波动，６０ ｃｍ 以下在 ３０００ μｍｏｌ ／ Ｌ 附

近波动，最大值为 ４１９１．９４ μｍｏｌ ／ Ｌ（９０ ｃｍ）；ＢＢＭ 和 ＳＢＭ 地下部 ＣＨ４浓度都随深度增大，并且在 ６０ｃｍ 以下浓度增加较快，ＢＢＭ

最大值为 ７３５．９０ μｍｏｌ ／ Ｌ（２６０ ｃｍ），ＳＢＭ 最大值为 ５４３．５１ μｍｏｌ ／ Ｌ（１７０ ｃｍ）。 （２）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δ１３ＣＣＨ４
的值均较小，表明大部

分的１２ＣＨ４仍被储存在泥炭土壤中，而两个采样点的 δ１３ＣＣＯ２
和分馏系数 αｃ均随深度增加，表明泥炭土中产甲烷方式为浅层以乙

酸产甲烷为主，深层以 Ｈ２还原 ＣＯ２为主。 （３）Ｃ ／ Ｎ、碳氮同位素比值、ＦＴＩＲ 均显示 ＳＢＭ 和 ＢＢＭ 的有机质分解程度较低，因为两

个采样点的低可溶性有机碳浓度和低 ｐＨ 值不利于分解，表明该地储存着大量有机碳。 通过探讨北温带典型泥炭地温室气体

的浓度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可为全球泥炭湿地碳排放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泥炭沼泽湿地；二氧化碳；甲烷；有机质分解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 ａｎｄ ＣＨ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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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ｏｍｂ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ｂｏｇｓ （ＢＢＭ ａｎｄ ＳＢＭ）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ＦＴＩＲ）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δ１３Ｃ ａｎｄ δ１４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１）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ＢＢＭ ｗｈｅ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ｓ ａｔ ３０００
μｍｏｌ ／ Ｌ， ｗｉｔｈ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４２１０．７４ μｍｏｌ ／ Ｌ ａｔ １２０ ｃｍ ｄｅｐｔｈ ｗｈｉｌｅ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ＢＭ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ＢＭ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ｄ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ａｂｏｖｅ ６０ ｃｍ， ａｎｄ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ｂｅｌｏｗ ６０ ｃｍ， ｗｉｔｈ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４１９１．９４ μｍｏｌ ／ Ｌ ａｔ ９０ ｃｍ ｄｅｐｔ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４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ｅｌｏｗ ６０ ｃｍ，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Ｈ４ ｗｅｒｅ ７５３．９０ μｍｏｌ ／ Ｌ ａｔ ２６０ ｃｍ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５４３．５１ μｍｏｌ ／ Ｌ ａｔ １７０ ｃ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２） δ１３ ＣＣＨ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ｗｏ ｓｉｔｅｓ ｈａｄ ａ ｌｏｗ ｖａｌｕｅ，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１２ＣＨ４ ｗａｓ ｓｔ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ｅｓ ｌｉｋ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Ｔ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ｏｆ δ１３ＣＣＯ２
ａｎ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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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ｋｅｙ ｍｅｔｈａｎｏｇｅｎ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ｙｅｒ， ｗｈｉｌｅ ＣＯ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ｉｎ ｄｅｅｐｅｒ ｌａｙｅｒ． （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 ／ Ｎ ｒａｔｉｏｓ，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ｄ ＦＴＩ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ｌｏｗ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ｂ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ｐＨ ｖａｌｕｅｓ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ｗｈｅｒ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ｅａｔｌａｎｄ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ｈｅｌｐ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ａｔｌ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泥炭沼泽湿地（简称“泥炭地”）面积虽只占全球陆地表面积的 ３％，其碳储存却占陆地生态系统碳库的三

分之一（３９０—４５５ Ｐｇ） ［１⁃３］。 雨养型泥炭地是一种主要依靠大气降水来实现养分和水分补给的泥炭地，其主

要分布在北温带至北极地区［１， ３］。 泥炭地中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碳固定在泥炭土壤中，由于泥炭

土壤中的有机质分解缓慢，泥炭地便成为重要的碳汇［１］。 然而泥炭地并不是稳定的碳汇［４］，前期观测结果以

及地球系统模式预测均显示：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其碳汇的能力有减弱趋势［５］，当泥炭地中有机质分解速率

加大，排放到大气中的碳量大于固定的碳量时，泥炭地便由碳汇转变为碳源。
研究表明，二氧化碳（ＣＯ２）和甲烷（ＣＨ４）是泥炭沼泽湿地排放的两种最重要的温室气体，它们的排放与

土壤温度、湿度、ｐＨ 值、地上生物量、生态系统呼吸等因素有关［６⁃９］。 宋长春等［６］以及郝庆菊等［１０］对三江平原

泥炭沼泽湿地研究发现，泥炭地的 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Ｌａｉｈｏ［９］研究发现，原本处于淹水状态

的湿地在地下水位下降时可加快有机质分解速率，促进 ＣＯ２的排放；反之，当水位上升，则可能使 ＣＨ４排放增

加，而 ＣＯ２排放减少。 Ｂｅｒｇｍａｎ 等［１１］研究发现，ｐＨ 值变化会直接影响微生物活性和群落分布，从而影响其分

解有机质的效率。 室内模拟实验和模式评估方式普遍认为，环境因素是直接影响土壤碳库有机碳含量的主要

因素［１２］，然而 Ｄｏｅｔｔｅｒｌ 等［１３］研究发现，在长时间尺度（十年至上百年）内，环境因素是通过影响土壤风化，间接

影响土壤中的地球化学过程，从而影响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及温室气体的排放。 当前关于泥炭地碳排放的研究

主要是以地表生态系统排放通量观测为主［１４⁃１５］，但是碳通量观测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如风速、地表植

被演替等，直接导致观测结果准确度的不确定性，而地下部泥炭土壤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碳排放密切相关，
但当前探讨地下部碳排放过程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原位不同深度尺度被动式采样方式，探讨

高纬地区的地下部泥炭土壤中 ＣＯ２和 ＣＨ４的浓度变化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以期从根本上提升碳排放估算

的准确性，为后续碳模型改进提供数据支持，为未来气候变化趋势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采样点概况

本文的两个采样点贝尔山湿地（ＢＢＭ）和舒特兹山湿地（ＳＢＭ），位于德国中部图林根州的图林根森林地

区，均为典型的雨养型泥炭地，其养分和水分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无机盐含量低（微摩尔浓度级），孔隙水导

电率极低（１０—１５ Ｓ ／ ｍ） ［４］。 ＢＢＭ 位于贝尔山北坡（５０°３９′３４″Ｎ，１０°４４′３４″Ｅ），海拔高度为 ９４５—９８３ ｍ，年平

均降水量为 １３００ ｍｍ，年平均气温为 ４ ℃ ［１６］。 ＢＢＭ 泥炭土层厚度为 ３—４ ｍ，主要植被类型为灌木丛和泥炭

藓。 ＳＢＭ 位于海拔高度 ８８４—８９３ ｍ 的山脊上（５０°４１′４４″Ｎ，１０°４１′５８″Ｅ），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２３０ ｍｍ，年平均气

温为 ５ ℃，泥炭土层厚度约 ２．５ ｍ，主要植被类型为灌木丛和泥炭藓［１７］。 研究所选采样点均位于图林根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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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保护区内，泥炭发育较为完整且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少，因而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及重要的研究价值［１８］。

图 １　 原位被动式高分辨率采样器采集管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ｐｉｅｚｏｍｅｔｅｒ （ ＭＬＰ ）

ｓｅｇｍｅｎｔ　

１．２　 采样方法

利用 原 位 被 动 式 高 分 辨 率 采 样 器 （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ｐｉｅｚｏｍｅｔｅｒ， ＭＬＰ）采集原位泥炭土壤剖面中不同深度的

孔隙水和溶解性气体，如图 １ 所示，ＭＬＰ 由多段采集管

通过螺纹连接而成，土壤中的孔隙水和气体可以通过采

集管管壁的通孔扩散到采集管中，其中采集管内的上部

为硅胶管，用于采集气体样品，下部为样品瓶，用于采集

孔隙水。 为研究淹水厌氧条件下地下部温室气体排放

规律，采样时间定为降水量较大的夏季，为 ２０１８ 年 ６—
７ 月，以确保泥炭地处于淹水状态。 ＭＬＰ 置于泥炭土壤

中进行分段采样，采样的深度分辨率为：１５０ ｃｍ 深度以

上每隔 １０ ｃｍ 采集一个样品，１５０ ｃｍ 深度以下每隔 ２０
ｃｍ 采集一个样品。 平衡 ５ 周后，将 ＭＬＰ 分段逐步取

出，每段采集管采集得到的样品储存于容积为 ２０ ｍＬ 的

顶空样品瓶中，然后注入超纯水并用 ０．２ μｍ 渗透膜覆

盖。 静置一段时间后，在顶空样品瓶中抽取 ２ ｍＬ 气体

样品，注入盛有 ５０ μＬ ６ ｍｏｌ ／ Ｌ ＨＣｌ 的 ７．５ ｍＬ 顶空样品

瓶中，用丁基橡胶塞（Ｗｉｃｏｍ， Ｈｅ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紧
塞瓶口，随后测定溶解性温室气体的浓度。 因泥炭浅层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活跃，故参考 Ｈｅｓｓｌｅｉｎ［１９］ 的方法，使用深度分辨率为 １ ｃｍ 的被动式透析采样器（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ＤＣ）（６０ ｃｍ 长）对浅层泥炭土进行采样，采样平衡时间为 ５ 周。 将每段采样器中收集到的孔隙水样

品注入盛有 ２０ μＬ ６ ｍｏｌ ／ Ｌ ＨＣｌ 的 １．８ ｍＬ 顶空样品瓶中备用，随后测定溶解性温室气体的浓度。 地下水位利

用水位传感器（ＭＸ２００１⁃Ｓ，ＯＮＳＥＴ，ＵＳＡ）测定。
泥炭土壤样品利用俄罗斯箱式采样器（Ｐｅａｔ ｓａｍｐｌｅｒ， Ｅｉｊｋｅｌｋａｍｐ，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采样，受地形变化差异，不

同采样点泥炭累积厚度略有差异，其中 ＢＢＭ 的采样深度为 ３４０ ｃｍ，ＳＢＭ 的采样深度为 ２１０ ｃｍ。 对采集到的

泥炭芯每隔 ５—１０ ｃｍ 进行分层，并置于采样袋冷冻保存以待分析。
由于本研究的采样为被动式扩散采样法，孔隙水及气体扩散收集到的样品为长期动态平衡的结果，与自

然环境中的实际浓度较为接近，因此样品的代表性较高。 整个采样过程持续 ５ 周，取最后一天累积的样品量

作为研究值，ＢＢＭ 和 ＳＢＭ 采样点均无作重复采样。
１．３　 气体样品、孔隙水样品和土壤样品分析方法

ＣＯ２和 ＣＨ４的浓度利用气相色谱仪（ＳＲＩ ８６１０ Ｃ， ＳＲＩ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ＵＳＡ）测定，该仪器由电子捕获检测器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ＥＣＤ）和火焰电离检测器（Ｆｌａｍｅ 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ＦＩＤ）组成，色谱柱为 Ｈａｙｓｅｐ⁃Ｄ。
ＦＩＤ 可检测甲烷（ＣＨ４）和二氧化碳（ＣＯ２），两种气体的最低检测限均为 ０．０１ ｍｇ ／ Ｌ，检测时每 １０ 分钟向仪器内

注入 １ ｍＬ 室内空气样品。 ＣＯ２和 ＣＨ４的浓度应用亨利定律计算得到，亨利常数参考 Ｌｉｄｅ 等［２０］的方法确定。
对于可溶性有机碳（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ＯＣ）的浓度分析，先用 ０．４５ μｍ 滤膜（Ｎｙｌｏｎ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过滤

孔隙水样品，然后用总有机碳分析仪（ＴＯＣ ５０５０，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Ｊａｐａｎ）进行分析。 ｐＨ 值利用 ｐＨ 计来测定，ＭＬＰ
和 ＤＣ 的每段采样段均需测量 ｐＨ 值。

碳氮比（Ｃ ／ Ｎ）可用于衡量泥炭分解程度以及碳、氮的质量损失随深度的变化情况［２１］。 总 Ｃ 和总 Ｎ 量利

用元素分析仪 （ＮＡ １１０８，Ｃ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Ｉｔａｌｙ） 测定，１３ Ｃ ／ １２ Ｃ 和１５ Ｎ ／ １４ Ｎ 利用同位素比质谱仪 （ ｄｅｌｔａ Ｓ，
Ｆｉｎｎｉｇａｎ ＭＡ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测定。 同位素比值用式（１）的 δ 来表示，用空气中的 Ｎ２作为 Ｎ 的标准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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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ＦＴＩＲ）可研究泥炭土中有机物和矿物

的分子结构及其官能团组成［２２］，以及由于腐殖化过程引起的有机质组分的变化，例如腐殖化过程中脂肪族和

芳香族等物质的积累［２３］。 取 ２００ ｍｇ 干燥 ＫＢｒ 和 ２ ｍｇ 泥炭土壤样品利用氧化锆球磨后测定波数范围为

４５００—３００ ｃｍ－１的红外光谱。 本研究定义以下 ４ 个吸收峰与多糖（１０９０ ｃｍ－１）的比值为腐殖化系数：１７２０ ／
１０９０、１６３０ ／ １０９０、１５１０ ／ １０９０ 和 １４２０ ／ １０９０。 其中，１７２０ ｃｍ－１代表羧酸和芳香酯，１６３０ ｃｍ－１代表芳烃和芳香族

或脂肪族羧酸盐，１５１０ ｃｍ－１代表酰胺，１４２０ ｃｍ－１代表酚醛和脂肪族结构［２３⁃２４］。
样品测定过程中，每个采集到的气体样品、孔隙水样品和土壤样品均做了 ３ 次重复测定。

１．４　 同位素的计算方法

利用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ＧＣ⁃Ｃ⁃ＩＲＭＳ， ｄｅｌｔａｐｌｕｓ， Ｔｈｅｒｍｏ， Ｇｅｒｍａｎｙ）对 ＭＬＰ 采样得到的 ＣＯ２和 ＣＨ４进行

稳定同位素测量， δ１３ Ｃ 的值利用参考气体 （ ＣＯ２， － ２１． ２２５‰） 和 ２ 个同位素值标准 （ ＣＯ２ ５００００ ｍｇ ／ Ｌ，
－３９．３８６‰； ＣＨ４１００００ ｍｇ ／ Ｌ， －４６．３６２‰）来修正。 多次测量得到的平均标准偏差范围为 ０．０９‰（ＣＨ４）—
０．２４‰（ＣＯ２）。 同位素的计算公式如下：

δ‰ ＝
Ｒｓａｍｐｌｅ

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１
æ

è
ç

ö

ø
÷ × １０３ （１）

式中，δ 表示以 Ｖ－ＰＤＢ 为标准的样品与标准样品偏离的千分率，Ｒｓａｍｐｌｅ表示待测样品中重碳同位素与轻碳同

位素的丰度比，即１３Ｃ ／ １２Ｃ，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表示标准物质中重碳同位素与轻碳同位素的丰度比。
通常泥炭土壤中产甲烷方式主要有氢产甲烷过程和乙酸产甲烷过程［２５］：

４Ｈ２ ａｑ( ) ＋ＣＯ２ ａｑ( ) →２Ｈ２Ｏ ｌ( ) ＋ＣＨ４ ａｑ( ) 　 　 　 （２）
ＣＨ３ ＣＯＯ－

ａｑ( ) ＋Ｈ＋
ａｑ( ) →ＣＯ２ ａｑ( ) ＋ＣＨ４ ａｑ( ) （３）

利用同位素分馏系数 αｃ可衡量泥炭土壤中主要发生的产甲烷方式，分馏系数 αｃ的计算公式如下：

αｃ ＝
１３ＣＣＯ２

＋１０００

δ１３ＣＣＨ４
＋１０００

（４）

式中，δ１３ＣＣＯ２
和 δ１３ＣＣＨ４

可由式（１）算得，当 αｃ＜１．０５５ 时，产甲烷方式以乙酸产甲烷为主，当 αｃ＞１．０５５ 时，产甲

烷方式以氢气还原二氧化碳为主［２６］。
１．５　 数据分析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和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４．０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法对碳氮比与 ＦＴＩＲ
结果及碳、氮同位素比值进行相关性分析。 利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４．０ 软件作图，经计算，３ 次重复测定的气体样品、
孔隙水样品和土壤样品标准差范围都在 １％以内，因此图表中数据均表示平均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地下部温室气体随深度变化特征

２．１．１　 地下部 ＣＯ２和 ＣＨ４浓度变化特征

对于 ＣＯ２浓度，ＢＢＭ 处除 １０ ｃｍ 深度以上浓度较低外（０—２５００ μｍｏｌ ／ Ｌ） （图 ２），ＣＯ２浓度都随深度在

３０００ μｍｏｌ ／ Ｌ 左右波动，１０—６０ ｃｍ 处波动幅度较小，６０ ｃｍ 以下波动幅度较大，总体呈现随深度减少的趋势。
ＣＯ２浓度最小值为 ０．０５ μｍｏｌ ／ Ｌ，最大值出现在 １２０ ｃｍ 处，可达 ４２１０．７４ μｍｏｌ ／ Ｌ，整个垂直采样深度平均值为

２５６８．８１ μｍｏｌ ／ Ｌ。 ＳＢＭ 的 ＣＯ２浓度随深度先增后减，最小值出现在近地表处，为 ５７３．０３ μｍｏｌ ／ Ｌ，最大值出现

在 ９０ ｃｍ，为 ４１９１．９４ μｍｏｌ ／ Ｌ，平均值为 １９４８．１６ μｍｏｌ ／ Ｌ。 ０—６０ ｃｍ 处 ＣＯ２ 浓度随深度增加缓慢，在 １８００
μｍｏｌ ／ Ｌ 左右小幅波动，６０—９０ ｃｍ 随深度急剧增加到最大值，随后随深度减少，并且在 ３０００ μｍｏｌ ／ Ｌ 左右

波动。
对于 ＣＨ４浓度，ＢＢＭ 和 ＳＢＭ 处都随深度增加，ＢＢＭ 的甲烷浓度最大值比 ＳＢＭ 的大。 ＢＢＭ 处 ＣＨ４浓度为

１．８８—７３５．９０ μｍｏｌ ／ Ｌ，平均值为 ２５９．０４ μｍｏｌ ／ Ｌ，６０ ｃｍ 以上随深度增加幅度较小， ６０ ｃｍ 以下增加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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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出现在 ２６０ ｃｍ。 ＳＢＭ 的 ＣＨ４浓度为 １５．５７—５４３．５１ μｍｏｌ ／ Ｌ，平均值为 ３０１．３４ μｍｏｌ ／ Ｌ，深度为 ６０ ｃｍ 以

上的 ＣＨ４浓度都稳定在 ３００ μｍｏｌ ／ Ｌ 左右，而 ６０ ｃｍ 以下波动幅度较大，最大值出现在 １７０ ｃｍ。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ＣＯ２ ／ ＣＨ４比率均在近地表处有一峰值。 ＢＢＭ 的 ＣＯ２ ／ ＣＨ４比率总体上呈现随深度递减的

趋势，浅层的比率可达 １６．２０，而 １５０ ｃｍ 以下的比率仅为 ４—５。 ＳＢＭ 的 ＣＯ２ ／ ＣＨ４比率在 ６０ ｃｍ 以上变化不

大，６０ ｃｍ 以下处迅速增加到 １５．１４（７０ ｃｍ）后随深度减少，并且 ＳＢＭ 所有深度中 ＣＯ２ ／ ＣＨ４的比率大多在 ４—６
范围内。

图 ２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中 ＣＯ２浓度、ＣＨ４浓度和 ＣＯ２ ／ ＣＨ４随深度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 ａｎｄ ＣＨ４ ａｎｄ ＣＯ２ ／ ＣＨ４ ｉｎ ＢＢＭ ａｎｄ ＳＢＭ

２．１．２　 地下部 ＣＯ２和 ＣＨ４碳同位素比值变化特征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δ１３ＣＣＯ２
都随深度增加（图 ３），而且值都为－２７．４０‰—－３．１３‰。 ＢＢＭ 处深度为 １００ ｃｍ 以

上时，δ１３ＣＣＯ２
随深度增加迅速，１００ ｃｍ 以下随深度增加缓慢。 同样地，ＳＢＭ 也出现浅层（８０ ｃｍ 以上）随深度增

加迅速，深层（８０ ｃｍ 以下）随深度增加缓慢的规律。
ＢＢＭ 采样点处 δ１３ＣＣＨ４

的值（－８１．３３‰—－７０．１３‰）比 ＳＢＭ 的（－７０．６８‰—－６０．８１‰）小（图 ３）。 ＢＢＭ 的

δ１３ＣＣＨ４
在 ４０ ｃｍ 以上随深度急剧下降，随后随深度增加，先减后增是因为在浅层（４０ ｃｍ 以上） １２ＣＨ４被氧化的

量随深度减少，即１２ＣＨ４的浓度随深度增加，根据式（１），δ１３ＣＣＨ４
的值在浅层随深度也减少；而 ＳＢＭ 的 δ１３ＣＣＨ４

的

值随深度波动下降，并且波动幅度很大。
与 δ１３ＣＣＯ２

的变化规律类似，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分馏系数 αｃ也随深度增加，并且 αｃ的范围都为 １．０４６—１．０７７。
其中，ＢＢＭ 和 ＳＢＭ 分别在 ２０ ｃｍ 和 ４０ ｃｍ 深度处 αｃ≈１．０５５，由于 αｃ可以判断泥炭沼泽湿地中甲烷产生的主

要方式，因此找到 αｃ为 １．０５５ 的临界深度即可判断不同深度泥炭土层的产甲烷方式。 参考 Ｗｈｉｔｉｃａｒ［２６］定义的

分馏系数 αｃ为 １．０４—１．０５５ 时，泥炭地地下部产甲烷方式以乙酸产甲烷为主，αｃ为 １．０５５—１．０９ 时，产甲烷方

式以 Ｈ２还原 ＣＯ２为主。 本研究结果发现，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αｃ分别在 ２０ ｃｍ 和 ４０ ｃｍ 深度以下为 αｃ ＞１．０５５
（图 ３），表明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在分别在 ２０ ｃｍ 和 ４０ ｃｍ 深度以上是以乙酸产甲烷为主，２０ ｃｍ 和 ４０ ｃｍ 以下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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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中 δ１３ＣＣＨ４
、δ１３ＣＣＯ２

和分馏系数 αｃ随深度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δ１３ＣＣＨ４
， δ１３ＣＣＯ２

ａｎｄ αｃ ｉｎ ＢＢＭ ａｎｄ ＳＢＭ

烷方式都则以 Ｈ２还原 ＣＯ２为主，与前期研究发现的浅层以乙酸产甲烷为主，深层以 Ｈ２还原 ＣＯ２为主的规律

一致［２７⁃２８］。
２．２　 地下部剖面孔隙水中的 ＤＯＣ 浓度及 ｐＨ 值随深度变化特征

如图 ４ 所示，ＢＢＭ 中的 ＤＯＣ 浓度随深度呈逐渐减少趋势，浓度为 １４—２８ ｍｇ ／ Ｌ。 ＳＢＭ 中的 ＤＯＣ 浓度没

有明显的变化规律，在深度为 １００ ｃｍ 以上处波动较大，１００ ｃｍ 以下波动较小，其中最大值出现在 ２０ ｃｍ 处，为
２０．８１ ｍｇ ／ Ｌ，最小值出现在 ５０ ｃｍ 处，为 ２．２２ ｍｇ ／ Ｌ。 ＳＢＭ 中 ＤＯＣ 的浓度（２．２２—２０．８１ ｍｇ ／ Ｌ）略少于 ＢＢＭ 的

ＤＯＣ 浓度（１４．７５—２７．９３ ｍｇ ／ Ｌ）。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ｐＨ 值均随深度升高，ＳＢＭ 随深度变化的幅度比 ＢＢＭ 大，ＢＢＭ 的 ｐＨ 值范围为 ３．４９—

４．５１，ＳＢＭ 的 ｐＨ 值范围为 ４．００—５．７１，两个采样点 ｐＨ 平均值都为 ４．３，符合雨养型泥炭地为酸性的特点［２９］。
２．３　 泥炭沼泽湿地有机质储量随深度变化特征

如图 ５ 所示，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Ｃ ／ Ｎ 都是随深度先增后减，但是 ＢＢＭ 中的变化幅度较 ＳＢＭ 中的大，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Ｃ ／ Ｎ 基本上都大于 ５０，ＢＢＭ 中 Ｃ ／ Ｎ 最大值为 ２０６．２７（１４０ ｃｍ），ＳＢＭ 的最大值为 ２８８．４０（１００ ｃｍ）。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δ１３ Ｃ 都随深度先增大后减少（图 ５），与 Ｃ ／ Ｎ 呈显著正相关（表 １），并且比值都为

－２９．１７‰—－２２．６３‰。 ＢＢＭ 的 δ１３ Ｃ 最大值为 １８０ ｃｍ 处的 － ２２． ６３‰，ＳＢＭ 的 δ１３ Ｃ 最大值为 ７０ ｃｍ 处的

－２４．１５‰。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δ１５Ｎ 随深度变化规律相似，都是随深度增加。 ＢＢＭ 的 δ１５Ｎ（ －５．８０‰—１．２０‰）略小于

ＳＢＭ 的 δ１５Ｎ（－２．００‰—２．９８‰）。 ＢＢＭ 的 δ１５Ｎ 随深度波动不大，除了 ２７０—２９０ ｃｍ 和 ３３０—３４０ ｃｍ 处 δ１５Ｎ 为

正值外，其余深度均为负值。 ＳＢＭ 的 δ１５Ｎ 在深度为 １００ ｃｍ 以上时在 ０‰附近波动较大，１００ ｃｍ 以下波动较

小，且都大于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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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中 ＤＯＣ 和 ｐＨ 值分别随深度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Ｃ ａｎｄ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ＢＢＭ ａｎｄ ＳＢＭ

表 １　 贝尔地湿地（ＢＢＭ）和舒特兹山湿地（ＳＢＭ）中 Ｃ ／ Ｎ 与 ＦＴＩＲ 和碳氮同位素比值的相关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 ／ Ｎ ａｎｄ ＦＴＩＲ， δ１３Ｃ， δ１５Ｎ ｉｎ ＢＢＭ ａｎｄ ＳＢＭ

Ｃ ／ Ｎ

ＳＢＭ ＢＢＭ

Ｃ ／ Ｎ

ＳＢＭ ＢＢＭ

ＦＴＩＲ １７２０ ／ １０９０ ｒ －０．５１８∗∗ －０．１９４ ＦＴＩＲ １４２０ ／ １０９０ ｒ －０．５３３∗∗ －０．３７９

Ｎ ４３ ２３ Ｎ ４３ ２４

ＦＴＩＲ １６３０ ／ １０９０ ｒ －０．７１２∗∗ －０．２０５ δ１３Ｃ ／ ‰ ｒ ０．８６６∗∗ ０．５３２∗∗

Ｎ ４３ ２４ Ｎ ４３ ２４

ＦＴＩＲ １５１０ ／ １０９０ ｒ －０．３３６∗ －０．４２７∗ δ１５Ｎ ／ ‰ ｒ ０．２２４ －０．２１７

Ｎ ４３ ２４ Ｎ ４３ ２４

　 　 ｒ 为皮尔逊相关系数；Ｎ 为样本数量；∗和∗∗分别表示通过 ０．０５ 和 ０．０１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ＦＴＩＲ：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ＢＢＭ 中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图中的不同比值（１７２０ ／ １０９０、１６３０ ／ １０９０、１５１０ ／ １０９０、１４２０ ／ １０９０）随深度

变化都是先减后增（图 ６），变化趋势与 ＢＢＭ 中的 Ｃ ／ Ｎ 变化趋势相反（图 ６），且这种负相关关系显著（表 １）。
ＳＢＭ 的 ＦＴＩＲ 图中，除了 １６３０ ／ １０９０ ５０ ｃｍ 处有一峰值和 １７２０ ／ １０９０ ４０ ｃｍ 处有一最小值外，不同的比值大致

均呈现 １８０ ｃｍ 以上随深度变化不大，１８０ ｃｍ 以下随深度增加的趋势。
前期研究发现，原位泥炭土中的可溶性有机质的 ＦＴＩＲ 光谱在约 １６３０ ｃｍ－１处的吸收峰最强［２３⁃２４］，故选取

比值为 １６３０ ／ １０９０ 作为腐殖化指数。 ＢＢＭ 中的腐殖化指数与其 Ｃ ／ Ｎ 呈显著负相关（表 １），在 ５０ ｃｍ 以上处

腐殖化指数较大，而对应的 Ｃ ／ Ｎ 较小，随后腐殖化指数随深度减少至 ０．４ 左右（１３０—１５０ ｃｍ）时，Ｃ ／ Ｎ 则随深

度增加至 ２０６．２７（１４０ ｃｍ）。 在 ２００ ｃｍ 以下，腐殖化指数随深度增加至大于 ０．９，而 Ｃ ／ Ｎ 随深度减少至 ５０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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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中 Ｃ ／ Ｎ、δ１３Ｃ、δ１５Ｎ 随深度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Ｃ ／ Ｎ， δ１３Ｃ ａｎｄ δ１５Ｎ ｉｎ ＢＢＭ ａｎｄ ＳＢＭ

下。 表 １ 计算结果表明，ＳＢＭ 中的腐殖化指数与 Ｃ ／ Ｎ 也呈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 除了 ５０ ｃｍ 处的腐殖化

指数达到 １．４５ 外，ＳＢＭ 中的腐殖化指数在 １９０ ｃｍ 以上处均在 ０．６０—０．８５ 之间，在 １９０ ｃｍ 以下处随深度增加

至约为 １．２。

图 ６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中傅里叶红外变换光谱比值随深度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ＦＴＩＲ）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ＢＢＭ ａｎｄ ＳＢ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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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原位地下部温室气体浓度影响因素

３．１．１　 ＣＯ２和 ＣＨ４气体浓度的影响因素

前期研究表明，地球上高纬度地区（４７°—５５°）泥炭沼泽湿地中的 ＣＯ２的浓度范围多为 ０—６０００ μｍｏｌ ／ Ｌ，
但浓度高的地区，如英格兰，可达 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μｍｏｌ ／ Ｌ，而 ＣＨ４的浓度范围多为 ０—２０００ μｍｏｌ ／ Ｌ，并且两种气

体的浓度沿土壤剖面变化都是大致随深度增加［６， ２８， ３０⁃３１］。 Ｂｅｅｒ 等［３１］ 和 Ｂｌｏｄａｕ 等［３２］ 分别对加拿大 Ｍｅｒ Ｂｌｅｕｅ
泥炭地进行原位观测实验发现，ＣＯ２的浓度为 １００—５５００ μｍｏｌ ／ Ｌ，ＣＨ４的浓度为 ０—６００ μｍｏｌ ／ Ｌ，ＣＯ２和 ＣＨ４的

浓度均与本研究中两个采样点的结果相近，因此本研究得到的结果与前期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ＣＯ２随深度减少，ＣＨ４随深度增加，由于 αｃ可用于判断泥炭地地下部的产甲烷方式（见 １．４），由图 ３ 的

αｃ数据可知，ＢＢＭ 和 ＳＢＭ 分别在 ２０ ｃｍ 和 ４０ ｃｍ 深度以下存在 αｃ＞１．０５５，表明在这些深度以下的甲烷产生方

式是 Ｈ２还原 ＣＯ２为主，ＣＯ２被消耗用于产 ＣＨ４，因此 ＣＯ２浓度降低而 ＣＨ４浓度升高。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ＣＨ４在

６０ｃｍ 以下随深度快速增加，推断是由于随深度增加，泥炭土壤内部厌氧环境有利于 ＣＨ４的产生使其积累［２７］。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在 １０ｃｍ 以上处 ＣＯ２ ／ ＣＨ４的比率都很高，由图 ７ 可知，虽然采样时间段内水位一直在地表以上，
但是由于德国的降水量有夏多冬少的特点［３３］，因此地下水位会上下波动，水位波动过程中有氧气的输入，甲
烷被有氧氧化导致其含量极低，因而导致 ＣＯ２ ／ ＣＨ４的比率极高。 １０ｃｍ 以下，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ＣＯ２ ／ ＣＨ４比率都

随深度增加而减少，并且比率大多数为 ４—６，与前期北半球高纬地区泥炭地研究报道的结果相近［２８， ３４⁃３５］。

图 ７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中地下水位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ＢＢＭ ａｎｄ ＳＢＭ

３．１．２　 １３ＣＯ２和
１３ＣＨ４气体路径示踪

由于分解过程产生１２ＣＯ２、１２ＣＨ４、１３ＣＯ２和
１３ＣＨ４，相对分子质量较轻的１２ＣＯ２和

１２ＣＨ４会优先排放到大气中，
而相对分子质量较重的１３ＣＯ２和

１３ＣＨ４则留在土壤中，利用 δ１３ＣＣＯ２
和 δ１３ＣＣＨ４

方法可以对地下部温室气体进行路

径示踪研究，了解气体的去向。 本研究中 ＣＨ４和 ＣＯ２的 δ１３Ｃ 分别为－８２‰—－６０‰和－２８‰—－３‰，与前期北

半球典型泥炭地的研究结果相当［２８， ３１， ３５］。 Ｈｏｒｎｉｂｒｏｏｋ［２７］对加拿大 Ｐｏｉｎｔ Ｐｅｌｅｅ Ｍａｒｓｈ 和 Ｓｉｆｔｏｎ Ｂｏｇ 两个湿地研

究发现，两个湿地的 δ１３ＣＣＨ４
都随深度减少，比值为－７２‰—－４８‰，变化规律与本研究中的 ＳＢＭ 相似，但比值

均比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δ１３ＣＣＨ４
大，而 δ１３ＣＣＯ２

都随深度增加，比值为－２０‰—－５‰，变化规律和比值与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均相似，主要是因为 Ｐｏｉｎｔ Ｐｅｌｅｅ Ｍａｒｓｈ 和 Ｓｉｆｔｏｎ Ｂｏｇ 的１２ＣＨ４被有氧氧化作用消耗或者以冒泡的方式排放

到大气中，导致１２ＣＣＨ４
较小，进而使得 δ１３ＣＣＨ４

较大。 由此可见，本研究中 ２ 个采样点 δ１３ＣＣＨ４
的比值较小，表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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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１２ＣＨ４仍被储存在泥炭土壤中，该地受外界环境的干扰较少。 δ１３ＣＣＯ２
随深度增大，表明１２ＣＯ２随深度消耗

增多，而消耗的 ＣＯ２用于 Ｈ２还原 ＣＯ２的产甲烷过程，因为图 ３ αｃ数据表明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分别在 ２０ ｃｍ 和 ４０ ｃｍ
以下产甲烷方式都以 Ｈ２还原 ＣＯ２为主，另外，消耗的 ＣＯ２也有可能用于产乙酸过程［２７］。
３．２　 原位地下部温室气体浓度变化与泥炭分解的关系

利用 Ｃ ／ Ｎ 可以衡量泥炭土中有机质的分解程度，Ｃ ／ Ｎ 比值越大，表明泥炭土的分解程度低，通常情况下，
泥炭土壤的 Ｃ ／ Ｎ 介乎于 ４０—１００，并且当 Ｃ ／ Ｎ 大于 ５０ 时表明有机质分解程度较低［１， ２２， ２４， ３６］。 本研究中，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Ｃ ／ Ｎ 的比值基本上都大于 ５０，并且 ＢＢＭ 在深度为 １００—２７０ ｃｍ 处、ＳＢＭ 在 ７０—１００ ｃｍ 处，Ｃ ／
Ｎ 大于 １００，说明在该深度区域的分解程度十分低，储存着大量有机碳。 ＳＢＭ 和 ＢＢＭ 都是约 ２００ ｃｍ 以下 Ｃ ／ Ｎ
较小，腐殖化指数较大，表明深层处有机质分解程度较高。 欧洲泥炭土平均沉积速率约为 ２ ｍｍ ／ ｙｒ［３７］，如此

计算，２００ ｃｍ 以下的泥炭土层可以代表一千年以前的情况。 根据 ＩＰＣＣ［３８］ 报告可知，在公元 ８００—１１００ 年北

半球的气温比 １１００ 年后的略高，而温度较高有利于加速有机质分解，所以两个采样点深层处的腐殖化指数

较高。
有机质分解过程伴随着同位素分馏的发生，分解过程中１２Ｃ 会优先富集在产物，如 ＣＯ２、ＣＨ４中，并排放到

大气中去，而１３Ｃ 则富集在分解后残余的有机质中，因此 δ１３Ｃ 偏负值时说明有机质分解程度高，而偏正值时说

明分解程度低。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δ１３Ｃ 在浅层处较大，主要是由于德国的降水有季节性差异［３３］，地下水位波动

过程中有氧气的输入，可以促进有机质分解，导致浅层处 δ１３Ｃ 更偏负值。 此外，也与采样时间处于夏季，夏季

土壤温度随深度变化比较大，浅层土壤温度对气温的响应较强，因而地表温度比较高，有利于有机质的分解

有关［３９］。
氮同位素可以研究土壤有机质的来源和分布［４０］，本研究中两个采样点的 δ１５Ｎ 都是随深度趋于正值，研

究结果与前期研究结果吻合［２２， ４１］。 不同植物的稳定氮同位素比率存在差异，进而会导致不同地区泥炭土壤

中的 δ１５Ｎ 的值不同［２２， ２４］，虽然本研究中 ＳＢＭ 的 δ１５Ｎ 比 ＢＢＭ 中的稍大，但是两个采样点的覆盖植被类型均

为泥炭藓和灌木丛，因而可以排除植被类型的影响导致两地 δ１５Ｎ 存在差异。 另外，温度和降水也可以影响 δ１５

Ｎ 的变化，但是影响规律是如何，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定论，需进一步实验验证［４２］。
ＤＯＣ 的浓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温度、水位、ｐＨ、植被类型、泥炭地演替阶段等［４３⁃４４］，本研究发现

ＳＢＭ 和 ＢＢＭ 中 ＤＯＣ 浓度比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低［２４］，是因为研究地区地处中高纬度地区，温度较低，凋落

物的分解速度较慢，另外，２ 个采样点覆盖的植被类型均为灌木丛和苔藓，属于森林演替过程中的早期阶段，
凋落物分解释放 ＤＯＣ 的速率较低。 另外，前期研究表明，产甲烷的最适 ｐＨ 值为 ５—６［４５］，甲烷氧化的最适 ｐＨ
值为 ５—８［４６］，而本研究中 ２ 个采样点的泥炭土 ｐＨ 值都较低，基本都为 ４．３ 左右，因此该土壤环境并不十分利

于产甲烷及甲烷氧化的发生，同时 ｐＨ 值低也会限制微生物活性及有效底物活性，从而限制有机质分解放出

二氧化碳［４７］。
总的来说，Ｃ ／ Ｎ、碳氮同位素和 ＦＴＩＲ 方法都表明，本研究中天然条件下原位泥炭土的有机质整体分解程

度较低，但是在浅层和底层分解程度相对较高。 浅层分解程度高是因为降水造成的地下水位波动，有氧气输

入，促进有机质的分解；而底层泥炭土的深度在 ２００ ｃｍ 以上，对应的是沉积了 １０００ 多年的泥炭土，对应历史

时期的气温略高，高温可以促进有机质的分解，表明该地储存着大量的有机碳，是重要的碳库，随着气候变化，
该地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碳源。 另外，ＤＯＣ 浓度和 ｐＨ 值是影响有机质分解的关键因子，ＢＢＭ 和 ＳＢＭ 两个

采样点的低 ＤＯＣ 浓度和低 ｐＨ 值均限制了有机质的分解。

４　 结论

（１）ＢＢＭ 采样点地下部 ＣＯ２浓度变化总体呈随深度减少趋势，ＳＢＭ 的 ＣＯ２浓度变化随深度先增后减；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地下部 ＣＨ４浓度均随深度增加，并且在 ６０ｃｍ 以下快速增加，ＣＯ２和 ＣＨ４的浓度变化规律与前期

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 摸清地下部温室气体浓度变化规律对准确核算地表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具有重要意义。

５４９８　 ２４ 期 　 　 　 张尹　 等：典型温带雨养泥炭沼泽湿地地下部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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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两个采样点 δ１３ＣＣＨ４
的值均较小，表明大部分的１２ＣＨ４仍被储存在泥炭土壤中，被氧化或排放到大气中

的量较少。 ＢＢＭ 和 ＳＢＭ 的 δ１３ＣＣＯ２
和分馏系数 αｃ都随深度增加，ＢＢＭ 和 ＳＢＭ 分别在 ２０ ｃｍ 和 ４０ ｃｍ 以下有

αｃ＞１．０５５，表明产甲烷方式在该深度以上为乙酸产甲烷为主，该深度以下为 Ｈ２还原 ＣＯ２为主，深层消耗的１２

ＣＯ２有一部分用于产甲烷过程。
（３）碳氮比、碳氮同位素比值、傅里叶红外光谱法都表明，ＢＢＭ 和 ＳＢＭ 两个采样点的有机质分解程度较

低，是因为低 ＤＯＣ 浓度和低 ｐＨ 值不利于有机质的分解，由此 ２ 个采样点储存大量有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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